
规范争论中的话语策略适应∗

———以“保护的责任”为例

陈　 拯

　 　 【内容提要】 　 国际规范争论研究对争论将削弱还是强化规范有着不同乃至矛盾

的判断及解释。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行为体的策略能动性重视不足，并忽视了规范

演化状态本身对争论实践的影响。 在参与争论的过程中，行为体能够适应具体的政策

和规范情境，采取针对性的话语策略，维护自身立场并塑造规范演化。 争论话语包含

规范框架和政策主张两个要件。 根据与对手争辩的指向所在，可区分为应用类、回避

类和抗争类三类模式，包括限制、延展、竞用、规避、标榜、忽略、替换、疏离和对抗等具

体策略形态。 在规范演化中，行为体基于相同的动机可能采取不同的争论策略，不同

的争论策略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而相同的争论策略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 规范的

价值原则共识度与行为规则明确性是不同话语策略出现的重要背景。 伴随规范本身

的演化，目标相同或相近的行为体可能在不同时点采取多样的争论策略。 中国等金砖

国家在“保护的责任”演进中的言辞应对充分展示了争论策略对规范演化的适应和影

响。 对话语策略适应的分析揭示了当前学界分歧的症结所在，突显了规范争论与规范

演化关系的具体性和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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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当今世界政治变局下，各种价值理念与规则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突显，规范争

论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前沿热点。① 学者们注意到规范发展与实践过程中各种

形式的政治分歧和竞争。② 规范争论是世界政治行为体围绕国际规范的内涵与表述、

规范的正当性与适用性、不同规范间的排序取舍以及规范的具体应用等议题出现的分

歧和竞争，贯穿于规范演化的全过程。③ 如何判断并解释规范争论对规范演化的影响

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对于规范争论是削弱还是强化了规范，既有的理论判断大相径

庭，实证分析也缺乏一致结论。④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行为体的立场相近或不变，在同

一国际规范演化的过程中却采取了不同的争论策略，并达成了相近的效果。 例如，面

对由西方推动的“保护的责任”理念，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不少国家一直存有疑虑并

力图加以限制，但前后的言辞应对却发生了显著变化。 巴西一度提出了“保护过程中

的责任”概念，却在取得明显成效后不愿继续推进。 俄罗斯则不时对这一规范加以利

用。 在各种抵制声音消退后，“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反而陷入了停滞。 为什么会出现

这些现象，这对我们理解规范争论有何启发？

本文分析行为体在国际规范争论过程中的话语策略，强调争论实践与规范演化间

的相互建构。 在规范演化中，行为体基于具体情势下自身的政策立场与规范发展状

态，选择并调整参与争论的策略。 根据争论指向规范原则还是具体实践，可以区分出

规范争论中话语策略的不同类型，进而讨论它们在规范演化中的作用。 不同的规范发

展形态对行为体的争论策略也有重要影响。 争论与规范演化的关系是具体和历史的，

需要结合政策情境在规范演化脉络中加以探讨。 本文首先分析学界关于“规范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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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成：《从扩散到竞争：规范研究纲领的问题转换与理论进步》，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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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基本围绕其展开。 参见袁正清、肖莹莹：《国际规范研究的演进逻辑及其未来面向》，载《中国社会科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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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拯、黄慧彬：《建构主义规范争论研究述评》，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５—１６０ 页。



如何影响规范演化”这一问题的争议，说明关注争论策略问题的必要性。 随后借鉴既

有研究，根据争论中某一方话语与对手的分歧所在，划分其争论策略的不同形态，探讨

它们对规范演化的可能影响，特别是展示同一策略的不同效果。 继而本文讨论规范发

展状态对争论策略的塑造作用，进一步展示争论策略的复杂性及影响的内生性。 实证

部分则应用“策略适应”框架梳理金砖国家参与“保护的责任”规范争论的情况。 最后

是总结并讨论策略适应性分析对于推进规范争论研究的意义。

二　 围绕规范争论影响的学术争论

当前，学界对规范争论的存在与重要性已有共识，重点正转向争论如何影响规范

演化的问题，致力于厘清相关要素和机制。 规范争论研究的兴起源于不同的问题意

识，也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① 主流建构主义研究假定规范反映了共有价值和知识，
争论则为追求特殊利益的“挑战者”“修正者”或“阻挠者”所驱动，意味着（“好的”）规
范和社会共识受到了（“坏的”）威胁。② 批判建构主义研究认为规范竞争能够暴露分

歧与问题，是增进相互理解进而达成共识的机会。③ 后结构与后殖民倾向的研究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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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视为权力规训的模式，而将争论理解为边缘声音反抗与自我解放的努力，同时又表

露出对突破既有结构的悲观预期。① 一些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学者质疑规范是否能反

映共同的理解，认为争论是无休止的。② 可以说，不同学派对于国际规范及规范争论

的认识颇为不同。

实证研究中对规范争论影响的判断也大相径庭。 一些人认为争论是规范削弱的

原因和标志：争论意味着问题、挑战与阻力，解释了规范的衰退乃至“死亡”。③ 另一些

人则认为，争论促进了对话，有助于澄清误解，达成共识，增强规范的显著性和效力。④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争论的结果和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难以一概而论。⑤ 一些争

论削弱了规范，不少规范反而在争论中得到了强化，这需要进一步辨析。⑥ “保护的责

任”理念发展过程中的争论经常被用作例证，但判断却很不一致：有人认为持续的争

论使其走向消亡，另一些人则认为其在争论中得到了巩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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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Ｓｔｏｐ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Ｕｓ Ｈｏｗ ｔｏ Ｂｅｈａ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Ｉｎｆａｎ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２， ｐ．１４３； Ｊａｎｉｃｅ Ｂｉａｌｌｙ Ｍａｔｔｅｒｎ， “Ｗｈｙ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ｓｎ'ｔ Ｓｏ Ｓｏｆ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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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研究致力于探究争论对于规范强度 ／稳健性的影响，出现了一系列争

议。① 不少研究认为，争论对规范稳健性的影响同参与方的构成及力量对比关系密

切。 同时，某个具体规范本身的特征及其在规范体系中的位置对于争论结果也有重要

影响。 有学者指出，规范彼此嵌入捆绑，相互支撑强化，就更能够承受争议。② 还有学

者认为，规范的明确化和制度化有助于控制分歧，增强稳健性和权威性。③ 不过，上述

因素大多被发现存在影响的不确定性。 例如明确性可能会减少争论，但同时也可能减

少变通回旋的空间，不利于规范护持。④ 这种僵局突出地反映在有关效力型争论（ｖａ⁃

ｌｉｄｉｔｙ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和适用型争论（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的讨论中。 妮科尔·戴特霍

夫（Ｎｉｃｏｌｅ Ｄｅｉｔｅｌｈｏｆｆ）和莉斯贝特·齐默尔曼（Ｌｉｓｂｅｔｈ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提出，规范争论主

要有两种形式：质疑规范本身的效力或质疑其应用是否合适。⑤ 在她们看来，适用型

争论有助于澄清规则或促使行为体完善规则，从而强化规范；相反，效力型争论质疑规

范本身的地位和正当性，更可能降低规范稳健性。⑥ 不过，目前并没有系统证据表明

上述关系模式是普遍和稳定的。 不少研究发现，效力型争论并不会自动导致规范侵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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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而适用型争论可能造成削弱规范的长期影响。① 适用型争论也有不同的具体类

型，并且其实际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相比直接质疑既定规范的正当性，某些行为体会

有意识地通过限制使用或扩大例外来抵制规范的扩散，或者通过修改适应范围和规则

来削弱某一规范相对于其他规范的效力。② 围绕“保护的责任”适用范围的争论和调

整一度使其更易被接受，但也削弱了这一规范相对于主权主张的影响。③

本文认为，上述争议的出现除变量测量标准不统一、不同因素相互交织以及结果本

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原因外，还在于未能充分重视行为体在争论中的策略能动性，

没有深入分析特定争论形态出现的背景，在研究设计中忽视了规范演化形态与行为者争

论策略间相互构建的内生性。 争论策略的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政治情境，既要适应规范当

前的发展状态，又反过来影响规范的后续演化。 在有关同一规范演化的不同争论场景

中，即便基于对某一规范的不变态度，行为体也可能针对情境采取不同的争论策略。 如

果某个争论策略无法达成目标，行为体还能通过学习和调整来适应甚至扭转局势，以求

维护不变的立场，达成相同的效果。 要判断和解释规范争论对规范演化的影响，需要将

其置于规范演化脉络和具体情境中，系统分析规范争论存在哪些表现形式、为何会出现

不同的模式以及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探讨规范争论中话语策略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注意

分析争论发生的背景，有助于更为准确地把握规范争论对规范演化的影响。④

三　 规范争论中话语策略的多样性

国际规范对国家具有限制性与构成性作用，但“组织化的虚伪（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ｈｙｐｏｃｒｉ⁃

ｓｙ）”与“双重标准”也是国际政治中的常态。⑤ 政治实践中时常引发关于特定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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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有效性或不同规范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 争论往往在一定政治情境下围绕具体

事态展开，目的是改变某些政策或正在持续的行动，涉及理念分歧、权力和利益冲突

等。 国家利用规范使自身主张与行动合法化，影响他国的理念和行动，包括限制他国

的机会主义行动以及防止强国的操纵。 争论面临着社会限制：规范是主体间存在，相
关主张需要获得他人的认可和接受。 在规范争论中，各方都要面向公众（包括实际或

潜在的反对者）提出论证，试图影响或改变受众对正当性的判断。① 规范争论研究有

必要回归话语交锋的过程，分析参与者如何基于自身目标、立场及社会情境选择和调

整同对手争论的话语策略，而第一步就是要区分规范争论的策略类型。
修正、扩展和完善类型化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增长点。 规范争论围绕规范原则

本身或与之相关的行动展开，表现为对不同理念立场和政策主张的自我论证及相互辩

难。 从话语切入辨析各方的论证逻辑和相互分歧所在，对争论过程中的策略类型进行

更精细的区分，有助于更好地讨论争论对规范演化的影响。 有学者提炼出规范争论话

语中的“规范框架”和“行动主张”两个基本要件，由此区分了规范争论的不同结果类

型。② 其中，规范框架提供了自身主张的基本价值和规则依据，行动主张则是由此产

生的具体政策诉求。 在实践中，同一个行动主张可能会与不同的规范框架相匹配，而
同一个规范框架也可能会与几个不同的行动主张相兼容。③ 借鉴这一研究，本文将某

一行为体参与规范争论时所采取的话语区分为规范框架和行动主张两个要件。 在进

行自我论证时，相关话语的基本结构是（或明或暗地）以特定的规范框架作为理据，进
而推导出某种行动主张。 以何种规范框架框定议题影响到他者对特定行动主张的接

受程度，二者共同构成对自身立场的论证。
在规范争论的过程中，参与者的话语彼此关联。 结合对现实利益和道义声誉的权

衡，一方可能选择同意或拒绝对手的政策主张，也可能接受或否认对手的规范框架。
表现在与对手话语的分歧上，前者涉及是否同意和认可对手为其政策行动主张所提供

的规范框架理由，后者则涉及是否接受对手在某一场景下所主张的具体政策行动。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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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５， Ｎｏ．１， ２００１， ｐ．６４； Ｒｏｎａｌｄ Ｒ． Ｋｒｅｂ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Ｔｈａｄｄｅｕｓ Ｊａｃｋｓｏｎ， “ Ｔｗｉｓｔｉｎｇ Ｔｏｎｇ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ｗｉｓｔｉｎｇ Ａｒｍｓ：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１， ２００７， ｐｐ．４４－４７； Ｉａ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ｐ．２１０－２１１．

Ａｎｅｔｔｅ Ｓｔｉｍｍｅｒ，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６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９， ｐｐ．２７０－２８０．

Ｆｒａｎｋ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ｆｅｎｎｉ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ｒａｐ：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ｎ⁃
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７３； Ｒｏｎａｌｄ Ｒ． Ｋｒｅｂ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Ｔｈａｄｄｅｕｓ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Ｔｗｉｓｔｉｎｇ Ｔｏｎｇ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ｗｉｓｔｉｎｇ Ａｒｍｓ：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ｐｐ．３５－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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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争论中与对手争辩的焦点，国际规范争论中的话语策略可以区分为三种模式：一是

质疑行动主张但不质疑规范理由的应用类策略，二是接受行动主张但不接受规范理由

的回避类策略，三是既质疑行动主张又不接受规范理由的抗争类策略。 这三大类之下

又有多种具体的话语策略形态。

表 １　 规范争论策略的不同类型及在“保护的责任”争论中的典型表现

规范争论中的
话语表现

对争论对手规范框架的接受程度

低 高

对争论对手行动主张
的接受程度

高
回避类

忽略 ／替换：中俄等在利比亚
干预授权辩论中的作为

非争论
一致、赞同、接受：有关“保

护的责任”前两个支柱的大多
数讨论案例

低

抗争类
疏离：中俄在叙利亚干预辩

论中的作为；
对抗：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拒绝

应用类
限制：巴西提出“保护过程

中的责任”；
扩展、竞用：俄罗斯借之开

展干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应用类争论策略

应用类争论策略即一方接受对手论述所依据的规范框架，接受或至少不直接质疑

其原则和规则主张的正当性，但反对和质疑对手基于该规范框架所推导出的政策主

张。 其目标或是将自身行为纳入某一规范许可或支持的范围，或是将对手行为纳入规

范约束或禁止之列。 应用类争辩不仅可以围绕相关规范本身的适用范围、行为规则和

执行程序进行，还可能聚焦具体的政策和事实展开（实质上依旧关涉对规范的态度，

并对规范产生影响），由此呈现出不同的话语策略形态。

一是限制或扩展。 这也是通常所说的适用性争论。 其话语特征是，在论证不同政

策主张时接受相关规范，但对某一规范框架的适用范围和执行规则提出自己的解读，

质疑对手就相关规范适用范围的论述，从而反驳对手的行动主张。 它试图根据自身需

要，维护或修改（缩小、限制或放大）对于某一规范适用条件的解释，或是就应用过程

中的具体程序问题提出争辩；或是通过指出对手的行动不在规范支持或允许的范围

内，未能采取恰当的程序和手段，从而限制或否定对手的行为和政策主张；或是通过对

规范使用范围和执行规则的扩大解释，使自身的行为获得支持。 总之，这种争议侧重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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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规范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等。 例如在“保护的责任”演进过程中，巴西在利比亚

干预后所提出的“保护过程中的责任”就可归入此类。
二是竞用。 这种话语策略表面上采取与对手相同的规范框架，但是借用这个规范

框架论证与对手主张针锋相对的行动，因而在其他人眼中可能被视为对规范的“错
用”。 除配合政策维度的竞争外，该策略还意在借此暴露问题，刺激讨论，反击对手。
俄罗斯曾几度利用“保护的责任”理念为自身的军事干预行动辩护，一定程度上可归

入这类策略。 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行为体具有一定的实力或有着很强的政策

动机，愿意且能够承担与“错用”相关的社会成本，同时“照方抓药”，“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之身”，使对手陷于尴尬境地。① 在规范价值共识尚不稳定时，这类策略能暴露相

关规范论述的缺陷，破坏乃至瓦解对于对手主张的认同。
三是标榜或规避。 这种话语选择在具体事实层面同对手展开可否及如何应用规

范的争论，通常是对行为维度规范竞争的辅助。 此时，一方表示接受对手所提出的规

范框架特别是相关规范原则的正当性，包括其在某一类事态上的适用，但并不因此改

变自身行动或接受对方的行动主张，而是试图通过否定对方对于事实的陈述或标榜自

身对规范的遵从，规避规范对自身的约束，或向对方施加压力。 例如，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美
国声称叙利亚政府违反《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对叙利亚发动导弹袭击。 俄罗斯则严

厉批评美国的打击行动，否认叙利亚政府发动了化学武器袭击，并将其归咎于叛军，但
并不否认使用化学武器的禁忌。② 当争论主要聚焦于个案事实时，争议是具体和局部

的，所涉及的规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但仍可造成负面影响（如美国小布什政府

对反酷刑规范的破坏）。 出现这类情况的重要背景是，诸如使用化学武器的禁忌等属

于强有力的规范，因而抗辩多发生在事实维度上展开。
上述三种话语形态都聚焦于具体政策应用与对手展开争论。 这类应用类争论策略

承认对手的规范框架，甚至部分接受了该规范对某类情况的一般适用性。 基于具体情境

条件，包括各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社会关系，这些应用类争论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可
能以一方的退让告终，也可能长期陷入僵局。 除各方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共识、规范的

应用范围和程序得以澄清外，这类策略也可能通过改变规范的应用范围和程序来削弱某

一规范，使之变得过于空泛或狭隘；还可能使规范偏离其倡导者的原意，无法获得稳定共

识并发挥被期待的效果。 如果应用类争辩长期持续，在行动主张上的分歧很可能削弱对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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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 Ｂｒ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 Ｗｏｈｌｆｏｒｔｈ， “Ｈａｒｄ Ｔｉｍｅｓ ｆｏｒ Ｓｏｆｔ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１， ２００５， ｐｐ．７２－１０８．

Ａｎｅｔｔｅ Ｓｔｉｍｍｅｒ，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ｐ．２７５．另参见 Ｒｉｃｈ⁃
ａｒｄ Ｐｒｉｃｅ，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Ｔａｂｏｏ，” ｐｐ．３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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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框架本身的认可。 即便争论的结果是某一方取得了成功，各方能够就规范适用范围

和程序达成某种协议，澄清并提高了规范的精确性和稳定性，这一规范相对于其他规范

的效力也可能因此削弱。① 总之，应用类争论的结果不一，对规范演化的影响也不

确定。
（二）回避类争论策略

回避类争论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在争论过程中一方接受了对方提出的具体行动主

张，就对方所主张的政策行动不表示异议，但有意识地不涉及对方提出的规范框架，既
不表示支持，也不予以拒绝，而是诉诸具体理由（可称为“忽略”）或援引其他规范（可
称为“替换”）作为接受相关行动主张的根据。 例如某次环保运动敦促政府基于生态

考虑禁渔，政府可能同意禁渔，但却以经济理由来论证政策的转变。
表面上，回避类争论策略既不存在政策争议，也未涉及直接的规范冲突。 出现这

种情况或是因为行为体意识到了某一规范框架的存在与效力，但基于各种考虑（如该

框架可能冲击自身的重要利益关切与理念立场）依然对其有所疑虑和保留；又或是因

为行为体正致力于推动某个在政策主张上有所重合的其他规范，因而不愿对这一竞争

性规范框架给予更多的承认。 同时，行为体在不接受规范框架的情况下同意某项政策

要求，则或是由于该政策事项和行动主张本身的争议性不大，甚至还符合自身利益；抑
或是因为其接受度很高，予以拒绝会产生不小的社会成本。② 但这些行为体又担心当

前争论的过程和结果可能成为后续争议的背景。③ 如果此时接受了对手的规范框架，
当未来出现类似情况时，绕过这个先例就可能遇到麻烦。 考虑到这一点，在争论过程

中，一方可能借助某些特殊事态推动自己的规范框架，另一方则可能选择在接受其行

动主张的同时有意忽略该规范框架，将妥协描绘成例外，从而保留未来推进不同框架

的可能。 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未在 ２０１１ 年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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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指出，规范内容的确定性可能会阻碍规范扩散，毕竟规范内容越精确，留给接受者进行本土化

重塑或转译的空间就越小。 有些规范能够迅速地得到接受和扩散，但效力却不如预期，原因或许在于这些规范较

为模糊，从而更容易为不同行为体所接纳，但在真正付诸实践时却难免出现争议与问题。 参见 Ｍｏｎａ Ｌｅｎａ Ｋｒｏｏｋ
ａｎｄ Ｊａｃｑｕｉ Ｔｒｕｅ，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１２３； Ｌｉｓｂｅｔｈ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Ｍｏｒｅ ｆｏｒ 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 ｐ．７８３； Ｒ． Ｃｈａｒｌｉ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Ａｇｅｎｄａ：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５１， Ｎｏ． １， ２００７，
ｐｐ．９９－１２０；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Ｌ． Ｂａｉｌｅｙ， “Ａｒｒｅｓ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ｔｏ Ｅ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Ｗｈａｌｉｎｇ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Ｆａｉｌｅｄ
Ｎｏｒｍ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２， ２００８， ｐｐ．２８９－３１８。

Ｇｏｏｄｍａｎ Ｒｙａｎ ａｎｄ Ｊｉｎｋｓ Ｄｅｒｅｋ， “Ｈｏｗ ｔ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 Ｄｕｋ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５４， Ｎｏ．３， ２００４， ｐｐ．６２１－７０３．

Ｓａｎｄｈｏｌｔｚ Ｗａｙｎ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Ｐｌｕｎｄ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１， ２００８， ｐ．１０３．



区的决议，但也没有接受西方提出的“保护的责任”框架，而是强调利比亚的特殊情

况，包括以地区组织的态度作为理由，从而对西方滥用“保护的责任”形成制约。

在国家采取回避类争论策略时，虽然其在争论中并未质疑某个规范的定义和效

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该规范框架的接受，而只是对外部环境的从权妥协。 国家可以

将其描绘成一种特殊例外或是基于另一种规范框架的结果（两种规范框架可能因此

形成某种竞争关系）。 于是，尽管在实际行动上达成了一致（这对某个规范的发展甚

至可能是突破性的），但由于缺乏关于相关规范框架的共识，当未来出现类似情况时，

规范是否能得到应用及其与其他规范的关系依然是不确定的。① 当然，如果某个规范

是稳固的，则回避类策略对规范效力的影响较为有限，它在规范较为薄弱时更可能产生

效果。②

（三）抗争类争论策略

在抗争类争论策略下，一方的话语表现为既不同意对手的具体行动主张，同时也拒

绝接受其规范框架，或提出竞争性的规范框架。 在这类争论中，双方推进不同的行动主

张和规范框架，将自身主张框定为相对于某个（与对手不同的）规范而言是适当的，或隐

含或明确地声称一个规范比另一个规范更重要，甚而声称另一个规范是无效的。③ 政治

上时常出现这类竞争。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公投加入俄罗斯时，普京政府和克里米亚当

局强调克里米亚人的自决权，辩称公投符合“众所周知的科索沃先例”，美国政府则表

示“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④ 抗争类策略出现的基本背景是双方

存在严重的政策和理念分歧，且各自有一定的支持力量基础，同时相关规范间的效力

对比存在一定争议。

抗争类策略往往意味着各方针锋相对的辩论，但也有一种相对温和的策略形态即

疏离。 不同于规避，疏离拒绝接受对手的规范框架，也回避对适用性问题展开争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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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于限制；同时，不同于忽略和替换等回避类策略，疏离明确拒绝对手的行动主

张。 在叙利亚危机期间，中俄等国对于西方滥用“保护的责任”采取了这一态度，否定

了西方的相关行动。

当一方采取抗争类策略时，辩论双方在规范框架理由与具体政策主张上都存在分

歧，导致针对“何种规范优先”“什么规范适用”以及“该怎么做”等问题的社会共识进

一步削弱。 这种规范僵局或长期或短暂，取决于持续争论的收益是否超过相关的社会

考虑和功利成本。 同时，这种争论的出现并不一定预示着规范将会消亡，具体还要看

僵局最终如何化解。

以上的类型化分析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即辨析行为者如何在争论过程中适应具

体情境特征在言辞上做出针对性反应，从而与对手展开竞争，维护并推动自身的政策

立场和规范主张。 在实践中，前述各种类型特别是各个具体形态间并没有完全严格的

界限，而是存在模糊性和可变动性。 争议策略的选择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

政治议题，由行为体的政策动机驱动，受现实政治关系影响。 在同一规范演化中的不

同争论场景里，基于对某一规范和政策的不变态度，某个行为体可能针对具体情况采

取不同的争论策略，相同的争论策略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争议类型与规范稳健性

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关系。

四　 规范演化状态对争论策略的影响

要准确把握规范竞争对规范演化的影响，还应在研究设计中充分注意规范演化状

态本身对竞争策略选择的内生性作用。 争论源于行为体自身的理念立场和现实政治

需要，但适应规范本身的发展状态也是争论策略谋划的重要维度。 规范演化中的争论

是持续的过程，包含一系列关键节点。 在实践中，可想象的行为和修辞范围受制于特

定时点上的社会理念和话语资源分布。 除具体议题上的现实需要和政策争议外，规范

本身的演化状态对争论策略的选择也具有关键影响。

有关规范结构的研究提出，国际规范往往体现为在解决某类问题时应当秉持的价

值观及相关的行为规则。① 借鉴这些研究，本文选取“价值原则争议性”与“行为规则

明确性”两个维度衡量某一规范本身的演化状态，探究其对于规范争论策略选择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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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其中价值原则争议性主要评估国际社会围绕规范的价值体系所形成的共识强度，

行为规则明确性则衡量规范本身在应用性规定上的明晰程度。① 二者都关系到争论

策略的选择空间。 下文主要从质疑和挑战规范的角度展示规范演化状态对争论策略

选择的影响。

价值原则争议性主要评估规范所秉持价值的国际认可程度。 各种规范作为“恰

当行为标准”都有其价值根据。 不同规范所依据的价值根据的社会认可度存在区别。

如反酷刑规范和反化学武器规范等就是典型的低价值争议规范。 它们能够在国际社

会中形成广泛价值共识，很少有国家在言语上公然对其表示质疑和不满。 同时，在同

一规范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价值原则的接受度在不同时点也存在差异。 面对价值争议

性低、共识度高的规范，公开质疑和挑战它们在国际以及国内层面需要承受更高的社

会压力。 如何尽可能地规避和减少压力成为行为体的重要考虑。② 适应这种情况，行

为体即便存在不同意见，也往往不会选择直接对规范发难、简单地质疑规范的效力。

它们更可能选择回避这一规范或引入其他规范，或从适用性和程序性问题入手，对之

加以限制和侵蚀；面对针对自身违反规范的指控，则往往精心设计论据，以分散社会压

力。 相反，如果规范本身在国际社会中存在大量争议，即便国家对规范提出明确反对，也

不用更多地顾忌社会成本。 国际压力约束有限，就这一维度展开争论的空间就更大。

行为规则明确性维度更多地针对规范的具体应用，主要评估特定规范所包含的行

为规则是否有明确的含义与范围以及具体执行的程序是否明晰。 如果规则明确性较

高，就很少会因时、因地、因主体的解读而产生争议。 规范的规则明确性同样影响了应

对争论的方式。 如果规范涉及的关键概念界定清晰，对于执行范围、程序与步骤表述

明确，则更容易识别违背和破坏规范的行为，不恰当行为也更难逃避规范的约束。③

相反，如果规范的行为规则松散模糊，虽然可能赋予规范某种程度的开放性，使其能够

适应不同的环境、迎合不同的需求，但也带来了相应的局限，更容易让国家抓住漏洞进

行选择性发挥，对规范进行缓慢侵蚀。④ 例如，反酷刑规范较为明确、不允许任何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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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ｐ．５７０－５９３； Ａｎｔｊｅ Ｗｉｅｎｅｒ，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ｐ．１８９－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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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偏离行为，国家如果实施酷刑则很容易被识别，①而“保护的责任”的规定含混，使得

国际社会围绕何时介入以及怎样介入等问题产生了不少矛盾和分歧。

价值争议性与规则明确性影响着规范挑战方质疑和挑战规范的空间以及挑战之

后可能面临的社会压力，进而影响适应性策略的运作方式。 这里就其大体趋向加以

讨论。

图 １　 规范发展状态对争论策略选择的影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首先是规范原则争议性强的情况。 某些规范主张可能原则争议性较强，尚未形成

稳定一致的国际共识，或在相关领域存在其他竞争性价值原则，又或者某个原则性想

法还未被承认为规范，对该规范的效力缺乏共识。 在这一前提下，如果具体行动政策

争议大，不同意规范框架和主张的国家有动力公开表达不赞成的态度（从而避免被视

为默认），而不是局限在规则适用性及事实层面展开应用类争辩。② 如果具体行动政

策的社会争议较小，则回避类争辩策略更可能被采用，从而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先例，同

时留下余地，以便己方在适当的时机公开表达不同意见。③ 不过，如果某个规范已被

更广泛地认为是“适当的”，简单的忽略恐怕很难对其构成实质性冲击。

其次是规范原则争议性弱的情况。 如果某个规范原则争议性较低，规范地位业已

确立，可以预期对其有所保留和不满的国家将努力回避规范对自身的约束，并在受到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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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ｎｄｒｅａ Ｂｉｒｄｓａｌｌ， “Ｂｕｔ Ｗｅ Ｄｏｎ'ｔ Ｃａｌｌ Ｉｔ ‘Ｔｏｒｔｕｒｅ’！ Ｎ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 ‘Ｗａｒ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５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６， ｐ．１７９．

Ｓａｎｄｈｏｌｔｚ Ｗａｙｎ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Ｐｌｕｎｄｅｒ，” ｐ． １０３；
Ａｎｅｔｔｅ Ｓｔｉｍｍｅｒ，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ｐ．２７２．

Ｍｉｃｈａｌ Ｂｅｎ－Ｊｏｓｅｆ Ｈｉｒｓｃｈ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Ｍ． Ｄｉｘ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Ｎｏｒｍ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５２１－５４７．



质疑时否认自己的行为，以避免名誉上的损失。 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在国际

社会中围绕某一规范主张已凝聚起较高程度的价值共识，例如，某一规范已经得到各

方表面的接受，但相关行动规则还模糊不清，对其实施的范围和条件仍存在很多争议。

就“保护的责任”而言，虽然国际社会已对其三大支柱框架达成了最低限度的认同，但

在实施规范上仍有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规范适用范围的模糊与行动规则的不清晰给

行为体留下了大量的运作空间。 结果，挑战者不大可能直接挑战规范权威，或采取渐

进迂回策略以规避制裁、限制适用，或集中攻击规范内容的某些方面，包括通过竞用规

范破坏已有的规范共识。 二是某些规范具有较高的社会权威性和价值合法性，其内涵

和规则以及应用范围和程序也较为清晰。 比如反酷刑规范对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

酷刑做出了强制性规定。 因此，相关议题的争论更多在事实层面展开，行为体通过掩

盖或者曲解事实来规避规范的制约。 当然，在政策争议性强、立场差距大并涉及敏感

关键利益的时候，某些具有一定社会承受力的行为体也可能通过引入其他具有一定正

当性的价值理念和规范来加以抗衡。

总之，规范本身的价值原则共识度与行动规则明确性对规范争论的策略选择有着

重要的塑造作用。 争论策略基于特定场景下行为体的立场和需要，同时也要适应规范

本身的演化状态。 不同规范在价值原则共识度和行为规则明确性方面存在差别，同一

规范在其演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这两个维度上也有所变化。 同时，基于自身话语所获

得的社会反馈，对规范有所保留的行为者会根据情况在言辞上进行学习和调整，有针

对性地规避和抗拒对手规范框架的约束以及违反规范的指控。 因此，规范争论的策略

选择和影响需要结合规范发展的具体脉络加以分析。 只有理解了争论本身是如何具

体形成和展开的，才有可能更准确地把握其对规范的影响，避免做出过分简单的判断。

以上的策略类型学分析及对策略适应机制的探讨揭示了规范演化状态、特定政策事态

与行为体所采用的争论策略间的复杂关联（见表 ２），有助于把握国际规范和争论策略

间的相互建构关系，理解规范争论实践的具体性与历史性。①

下文将把这一框架应用于“保护的责任”案例，具体展示同一个规范演化的不同

阶段行为体策略适应的能动性及其对规范发展影响的复杂性。 有关“保护的责任”的

争论是当前国际规范研究的重点案例。 在“保护的责任”演进过程中，以金砖国家为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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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ｎｔｊｅ Ｗｉｅｎｅｒ， “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ｐ．１８９－２３４； Ｓａｎｄｈｏｌｔｚ Ｗａｙｎｅ， “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Ｐｌｕｎｄｅｒ，”
ｐｐ．１０１－１３１； Ｍｏｎａ Ｌｅｎａ Ｋｒｏｏｋ ａｎｄ Ｊａｃｑｕｉ Ｔｒｕｅ，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ｐ．１０３－１２７； Ｍｉｃｈａｌ Ｂｅｎ－Ｊｏｓｅｆ Ｈｉｒｓｃｈ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Ｍ．
Ｄｉｘ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Ｎｏｒｍ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５２１－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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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一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阻滞西方国家对这一规范的过快推动。① 它

们的立场相近且前后稳定，但策略作为却灵活多变，对“保护的责任”的演化产生了复

杂影响。 这种策略适应性是下一部分分析的焦点。

表 ２　 规范争论中的策略适应模式及其影响

策略 规范背景 政治背景 话语特征 对规范演化影响

忽略 ／
替换

规范原则争
议强，地位
不稳固

政策争议弱
接受对手的具体行动主张，但
不接受规范框架，或诉诸具体
理由或援引其他规范作为根据

程度小，不确定，可能不利
于规范得到推进和巩固

限制 ／
扩展

规范原则争
议弱，行为
规则模糊

政策争议强
同意规范原则，不同意对手的
具体行动主张，围绕适用性或
程序性问题提出不同意见

可能达成共识，澄清应
用规则，但也可能因此
形成僵局

竞用
规范原则存
在争议，对
手高度投入

政策争议强
不质疑规范原则及应用范围，
机会主义地采取不同乃至“反
方向”的行动

取决于社会反馈，可能
使规范空洞化、破坏共
识，形成僵局

疏离
规范原则存
在争议

政策争议强
不同意对手的具体行动主张，
拒绝接受其规范框架

可能促成发展停滞

对抗
规范原则争
议较强

政策争议强
不同意对手的具体行动主张，
对其规范框架进行质疑和克制

容易形成僵局甚至倒退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五　 金砖国家在“保护的责任”演进中的争论策略适应

“保护的责任”规范的核心是发生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时国际社会如何反应的问

题。 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试图构建基于“人道理由”对一国内部事务进行国际干涉

的规范。 人权与主权的纠葛成为争论焦点。 为突破这一局面，“保护的责任”理念应

运而生。 联合国大会第 ６０ 届会议通过的《２００５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以下简称《成
果文件》）提出，“每一个国家均有责任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

危害人类罪之害”，“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也有责任根据《宪章》第六章和第八章，使用

适当的外交、人道主义和其他和平手段，帮助保护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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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拯：《规范阻滞及其策略———以中俄等在“保护的责任”演进中的实践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第 ６５—９０ 页。



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 在这方面，如果和平手段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有关国家当局

显然无法保护其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我们随时准

备根据《宪章》，包括第七章，通过安全理事会逐案处理，并酌情与相关区域组织合作，

及时、果断地采取集体行动”。①

《成果文件》确定的“保护的责任”理念是国际社会多方争论后的妥协产物，在诸

多方面的共识是表面的和脆弱的。 “保护的责任”是一种复杂而多层次的理念，其中

既有在主权与人权间的微妙调和，也有对国际社会何时应当介入以及如何介入的模糊

表述，为各国按照自身理念及利益需要进行规范解读和应用提供了大量空间。 “保护

的责任”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持续的争议，②其中既有针对这一理念本身的争论，如

“主权更重要”“军事干预不能是‘保护的责任’的一部分”“‘保护的责任’的武装干预

总是符合强国的利益”等，反映了不同国家的原则立场差距；同时也有关于如何将之

转化为实际行动的争论，涉及“保护的责任”是否以及应当如何适用于特定事态等问

题。 针对不同政治事态的刺激，相关国家采取了多种类型的争论话语，与“保护的责

任”的演化呈现动态的互构关系。

（一）“保护的责任”发展初期的争论

一般认为，在《成果文件》通过后的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对其地

位和效力的争辩，有人甚至称这是对“保护的责任”的“反弹”。③ 其关键背景就在于

《成果文件》的相关内容具有模糊性和开放性，同时作为联合国大会决议，对“保护的

责任”的认可仅是宣言性质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④ “保护的责任”在规范地位、价值

原则和行为规则上都存在不小争议。

这一时期，此前提出并倡导“保护的责任”理念的西方国家更愿意借这一概念得

到承认的“东风”，推动其应用于国际干预。 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国则有限度

地认可这一概念，力主审慎，以《成果文件》的共识为基准，试图减缓其规范化推进的

步伐，约束和限制西方对其加以利用。⑤ 这些国家一再强调“保护的责任”依然仅仅只

·６７·

　 规范争论中的话语策略适应
■■■■■■■■■■■■■■■■■■■■■■■■■■■■■■■■■■■■■■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０５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ｒｅａｔｙ ／ Ａ－ＲＥＳ－６０－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 日。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Ｍ． Ｗｅｌｓｈ， “ Ｎｏｒｍ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 Ｎｏ．１， ２０１９， ｐ．５６．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Ｗｏｒｄｓ ｔｏ Ｄｅｅｄ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ｐ．２８．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Ｍ． Ｗｅｌｓｈ， “Ｎ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ｐｐ．３６５－３９６．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Ｑｕｉｎｔｏｎ－Ｂｒｏｗｎ，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Ｄｉｓ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ｔａｔｅ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Ｖｏｌ．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３， ｐ．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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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念，尚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国际规范。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联合国安理会在讨论“武装

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的第 １６７４ 号决议中首次采用了这一概念，重申《成果文件》第

１３８ 段和第 １３９ 段的有关规定，并指出地区性国际组织在“保护的责任”中应该起到重

要作用。 不过，中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巴西和菲律宾在辩论中都拒绝了就“保护

的责任”已达成规范共识的说法。 中国明确指出，“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用较大篇幅

对‘保护民众免受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的责任’进行了十分谨慎的

表述，并规定继续由联大探讨这一概念……第 １６７４ 号决议仅原则重申了成果文件中

的表述，并未进行任何引申，各方仍应以成果文件中的内容为准来解释和适用该概念。

在此，安理会不能也不应替代联大的作用或做出预断”。①

类似的争议在 ２００６ 年安理会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第 １７０６ 号决议的形成过程中

再次出现。 决议重申了《成果文件》中有关“保护的责任”的规定，决定在达尔富尔地

区部署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并在 ２００６ 年年底将非盟行动转变为联合国行动。 这是“保

护的责任”第一次转化为实际行动。 中国、俄罗斯和卡塔尔对总决议投了弃权票，强

调充分讨论以及部署上述行动必须征得苏丹政府的同意。② 结果，有关达尔富尔局势

的后续决议没有提及“保护的责任”，并强调了主权原则。③ ２００７ 年，联合国秘书长潘

基文（Ｂａｎ Ｋｉ－ｍｏｏｎ）试图设立新的“保护的责任”特别顾问和扩大预防种族灭绝资源

特别顾问，从而将“保护的责任”制度化。 但是，印度等国在负责预算确定的联合国大

会第五委员会中抵制这一建议，阻止了拨款申请，理由是联大尚未就这一概念达成共

识，动议是不成熟的。 这些国家的阻挠最终拖延了该职位的正式设立。④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关于“保护的责任”适用范围的争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初，“纳尔吉

斯”热带风暴袭击了缅甸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缅甸当局起初拒绝

外国工作人员进入，坚持控制所有救援行动。⑤ 一些西方人士试图借此将自然灾害救援

·７７·

■■■■■■■■■■■■■■■■■■■■■■■■■■■■■■■■■■■■■■

①

②

③

④

⑤

《刘振民大使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的发言》，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ｈｉｎａ－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ｏｖ．
ｃｎ ／ ｈｙｙｆｙ ／ ２００６１２ ／ ｔ２００６１２０４＿８２８６８９９．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 日。

Ａｌｅｘ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ｒｏｍ Ｔｒｉｐｏｌｉ ｔｏ Ｄａｍａｓｃｕｓ？ Ｌｅｓｓ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
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１， ２０１４， ｐ．３８．

Ａｌｅｘ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ｎ，” Ｅｔｈｉｃ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２４，
Ｎｏ．２，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４３－１４５．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ＵＮＧ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２３ｒｄ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
ｂｒａｒｙ．ｕｎ．ｏｒｇ ／ ｒｅｃｏｒｄ ／ ５６８９５０ ／ ｆｉｌｅｓ ／ Ａ＿Ｃ．６＿６０＿ＳＲ．２３－ＥＮ．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Ｎａｒｇ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Ｍｙａｎｍａｒ ／ Ｂｕｒｍａ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Ｎｏ．２，” ｈｔｔｐｓ： ／ ／ ｒ２ｐ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５８２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ｎｏ２＿ｃｙｃｌｏｎｅｎａｒｇｉｓ＿ｒ２ｐ＿ｍｙａｎｍａｒ．ｐｄｆ，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 日。 来自联合国和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压力最终促使缅甸政府接受和配合了国际社会的

援助行动。



与“保护的责任”联系起来。 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贝尔纳·库什内（Ｂｅｒｎａｒｄ Ｋｏｕｃｈｎｅｒ）

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引用“保护的责任”，绕开征得缅甸政府的同意直接介入救援。 对此，

不少亚洲国家予以反驳。① 东盟国家明确表示，缅甸面临的是一场自然灾害，超出了安

理会的职权范围。 “保护的责任”不适用于自然灾害中的强制性人道主义援助。 扩大其

适用范围将使人道主义援助政治化和复杂化，会损害未来的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则指

出，联合国中还有其他更适合协调国际援助的渠道。② 实际上，一些“保护的责任”的代

表性倡导者也明确反对库什内的主张，认为这是对原则的“误用”，很可能促使发展中国

家收回它们对“保护的责任”的承认，大大降低安理会达成共识的可能性。③ 如联合国

前助理秘书长拉梅什·塔库尔（Ｒａｍｅｓｈ Ｔｈａｋｕｒ）所言，“想不出（有什么）比在西方士

兵支持下向缅甸运送人道主义援助更能破坏亚洲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保护

的责任’的看法了”。④ 这一争论以对“保护的责任”适用范围的澄清和限制告终。

同一时期，俄罗斯还采取了与西方竞用“保护的责任”的做法。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初，俄

罗斯在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发生武装冲突。 冲突伊始，俄罗斯就将自身行动辩解为

“捍卫持有俄罗斯护照的居民和合法的俄罗斯维和部队士兵的安全”。⑤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俄罗斯外交部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Ｓｅｒｇｅｙ Ｌａｖｒｏｖ）对本国出兵的原因再次做出

解释：格鲁吉亚政府的行动已经威胁到当地居民的生命和安全，而俄罗斯是在国际法

·８７·

　 规范争论中的话语策略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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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Ｇ． Ｂａｄｅｓｃｕ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 “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Ｒ２Ｐ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Ｎｏｒｍ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ｐｐ．３６２－３６３．

宋婉贞：《规范争论与东盟对“保护的责任”的不同应对》，载《东南亚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７１—９２
页；Ａｌｅｘ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ａｎｄ Ｓａｒａ Ｅ． Ｄａｖ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ａ⁃
ｌｏｇｕｅ，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６， ２００９， ｐ．５６０；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ａｃｋｅ，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Ｖｏｌ．１， Ｎｏ．２， ２００９， ｐ．１７３。

Ｇａｒｅｔｈ Ｅｖａ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ｎ Ｉｄｅａ Ｗｈｏｓｅ Ｔｉｍｅ Ｈａｓ Ｃｏｍｅ…ａｎｄ Ｇｏ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３， ２００８， ｐｐ．２８３－２９８； Ｒａｍｅｓｈ Ｔｈａｋｕｒ ａｎｄ Ｖｅｓｓｅｌｉｎ Ｐｏｐｏｖｓｋｉ，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Ｇｉｕｌｉａｎａ Ｚｉｃｃａｒｄｉ Ｃａｐａｌｄｏ， ｅ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３９－６１．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Ｎａｒｇ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Ｍｙａｎｍａｒ ／ Ｂｕｒｍａ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Ｎｏ．２，” ｈｔｔｐｓ： ／ ／ ｒ２ｐ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５８２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ｎｏ２＿ｃｙｃｌｏｎｅｎａｒｇｉｓ＿ｒ２ｐ＿ｍｙａｎｍａｒ．ｐｄｆ，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ｂｙ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ｇｅｙ Ｌａｖｒｏｖ ｔｏ ＢＢ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ｉｎｔ ／ ｒｕｓｓｉａ ／ ｎｅｗ ／ ＭａｉｎＲｏｏｔ ／ ｄｏｃｓ ／ ｏｆｆ＿ｎｅｗｓ ／ ０９０８０８ ／ ｎｅｗｅｎ２．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ｙ Ｓｅｒｇｅｙ
Ｖ． Ｌａｖｒｏｖ，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６３ｒ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ｍｉｄ．ｒｕ ／ ｅｎ ／ ｗｅｂ ／ ｇｕｅｓｔ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ｆｅｔｙ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 － ／ ａｓｓｅ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 ｘＩＥＭＴＱ３ＯｖｚｃＡ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ｄ ／ ３２２４２２，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ｅｒｇｅｙ Ｌａｖｒｏｖ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
ｃｈｉｖｅ．ｍｉｄ． ｒｕ ／ ｅｎ ／ ｗｅｂ ／ ｇｕｅｓｔ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ｐｏｌｉｃ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ａｆｅｔｙ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 － ／ ａｓｓｅｔ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 ｘＩＥＭＴＱ３ＯｖｚｃＡ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ｄ ／ ３２２４２２，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０２３ 年第 ８ 期

基础上“不得不”采取武力干涉行动来“帮助弱者”，履行“保护的责任”。 拉夫罗夫还

提出，“俄罗斯成为捍卫新原则的第一个国家，这些原则包括人的安全和‘保护的责

任’，这种捍卫不是在破坏国际法，而是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① 这在国际社会引发

了争议。② 不少人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与“保护的责任”无关，违反了有关适当反

应范围和强度的标准。③ 关于俄罗斯在南奥塞梯军事行动的争议并不涉及“保护的责

任”本身，而是争辩特定案例是否适用“保护的责任”。 有学者指出，对这些“误用”的

拒斥也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规范内涵和应用范围。④

上述各种争论推动着国际社会寻求解决之道。 ２００９ 年，潘基文归纳了同等重要、

相辅相成的“保护的责任”三大支柱框架，借此维护共识，推动“保护的责任”的履行。

其中第一支柱为国家的保护责任，即国家始终有责任保护其国民；第二支柱为国际援

助和能力建设，即国际社会承诺协助各国履行其义务；第三支柱为国际社会及时而果

断的反应，即在一国显然未能提供这种保护时，会员国有责任及时、果断地做出集体反

应。⑤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底，联合国大会举行了讨论秘书长关于《履行保护的责任》报告的辩

论会。 会上出现了一些反对声音，但绝大多数国家有保留地接受了“保护的责任”概

念，认为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实施该原则，而不是重新谈判。⑥ 对于第三支柱的模糊

处理是取得共识的重要原因。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不少国家支持潘基文的三大支柱

理念，但更强调前两个支柱，明确表达了对第三支柱被选择性适用的顾虑和反对，警告

有出现双重标准的危险。⑦ “保护的责任”的地位因此得到了巩固。

在“保护的责任”进入《成果文件》、开启其规范化进程的早期出现了不同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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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１８， Ｎｏ．２，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７３－２００； Ｎｉｃｈｏｌａｉ Ｎ． Ｐｅｔｒｏ，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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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Ｇ． Ｂａｄｅｓｃｕ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 “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Ｒ２Ｐ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Ｎｏｒｍ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４， ２０１０， ｐｐ．３５４－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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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Ｐｒｅｔｏｒ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２， 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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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金砖国家采取了多种争论策略，既有应用类也有抗争类，最终各方通过三大支柱

框架等维护和发展了共识。 在此之后，“保护的责任”的核心条款保持了稳定，其规范

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但深层的理念分歧和政策矛盾并未解决。 三大支柱框架为不同

国家各有侧重地接受和利用“保护的责任”创造了空间，既增加了其被接受的可能，也

延续了具体解释与执行过程中的复杂性。 许多国家依旧担心第三支柱可能对国家主

权构成不可接受的侵犯，就相关实践提出了各种限定条件。① 以此为背景，在利比亚

危机和叙利亚内战等重要事态的刺激下，争论转化为就特定情况是否以及如何妥当适

用“保护的责任”的问题。②

（二）利比亚与叙利亚干预争论

有关“保护的责任”的争论在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对于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内战的处

置中达到高峰，特别是行为规则的模糊性和争议性突显，各方策略也呈现出多样性和

变动性。 ２０１１ 年年初，卡扎菲政权对平民的军事镇压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由于利比亚急迫且明确的危机事态、卡扎菲政权的外交孤立及其政权的迅速分化，原

本对“保护的责任”持有疑虑的国家也难有理由阻止对利比亚进行干预。③ 这为“保护

的责任”的激进推动者提供了突破限制的机会。 联合国安理会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通

过第 １９７０ 号决议，强调“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当局有责任保护其人民”，决定对利比

亚实施武器禁运和旅行禁令，授权对穆阿迈尔·卡扎菲（Ｍｕａｍｍａｒ ａｌ⁃Ｇａｄｄａｆｉ）等人实

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并送交国际刑事法院审议。④ 同年 ３ 月 １７ 日，安理会又通过第

１９７３ 号决议，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国内受攻击威胁的平民，决定在利

比亚设立“禁飞区”。⑤ 这是安理会第一次在违背当事国政府意志的情况下，授权动用

武力保护某国平民。⑥

面对特殊的政策情境，对“保护的责任”心怀疑虑的国家难以阻止干预行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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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想使之成为范例，因而采取了回避类策略，一再强调利比亚危机相关决议的通

过更多是由特殊态势推动。① 投票甫一结束，中国代表立刻表示“中国对决议的部分

内容有严重困难”，明确中国投弃权票的理由是，“中方高度重视由 ２２ 个成员组成的

阿拉伯联盟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相关决定，我们也高度重视非洲国家和非盟的

立场。 鉴此并考虑到利比亚局势的特殊情况，中国对第 １９７３（２０１１）号决议投了弃权

票”。② 换言之，中国强调弃权只是对特殊事态采取的具体反应。③ 在外交部新闻发布

会等场合，中国的表态同样突出相关事态的特殊性，拒绝承认其构成先例。④ 对潘基

文等人将决议与“保护的责任”相联系的论述，中国也未做任何回应。 这些都表达了

中国政府坚持“逐案处理”、不愿使干预惯例化的态度。 在西方世界欢呼利比亚干预

形成了“保护的责任”范例之时，中国和俄罗斯等一大批国家通过强调这一事例的特

殊性，对之予以否认。⑤ 这一回避类策略使西方所期待的突破势头受到一定限制。

形势随后很快发生了变化。 北约多国部队依据决议在利比亚开展军事干预活动，显

著偏向打击卡扎菲政权及其支持者，偏袒利比亚反对派实现政权更迭，造成大量平民伤

亡。⑥ 这一肆意延伸安理会授权、滥用“人道主义”理由进行政权更迭的做法明显违背了

联合国决议的初衷，引发了巨大争议。 不少发展中国家指出“保护的责任”已沦为“人道

主义干预”的翻版与西方大国“新干涉主义”的工具。⑦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抱怨利比亚

给“保护的责任”带来了坏名声。⑧ 非盟则认为相关行动对调解和谈判解决的努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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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① 有“保护的责任原则之父”之称的加雷斯·埃文斯（Ｇａｒｅｔｈ Ｅｖａｎｓ）也认为，这一行

为违反了“保护的责任”原则的宗旨，侵犯了利比亚人民的权利。② 围绕“保护的责任”的

国际舆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原则共识受损，行动规则上的问题更是充分暴露出来。③

作为对利比亚干预争议的回应，许多国家对“保护的责任”提出了明确相关行动

前提、目标和范围，加强监督机制、效果评估和事后问责制监督等要求。④ 其中最典型

的是巴西政府提出的“保护过程中的责任”概念。 巴西在“保护的责任”上的立场是复

杂的，特别是对与武力使用相关联的部分明确表达了疑虑。⑤ 受利比亚案例的刺激，

巴西在 ２０１２ 年前后提出并推动了“保护过程中的责任”概念。 巴西强调，即便基于正

当理由，军事行动也会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 不少干预行动实际上加深了民

众脆弱性，反而阻碍了保护目标的实现。 因此，巴西主张，国际社会在行使“保护的责

任”时应以一致商定的基本原则、必备要素和程序为基础。 巴西就此提出了一些措

施，强调任何武力的使用包括行使“保护的责任”，均须有联合国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

授权；同时，授权使用武力必须限制在“符合法制、操作和临时性”的框架内，尽可能最

低限度使用武力、保证最小伤害。 一旦要考虑使用武力，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且适度

的，并限制在安理会规定的目标之内；必须强化安理会程序，以便监测和评估诠释与执

行决议的方式，确保在保护过程中展现责任感等。⑥ 通过这一新概念，巴西系统提出

了谁可以干预、经过怎样的授权以及通过怎样的程序和规则可以干预等问题，试图对

“保护的责任”的应用加以规范和限制。⑦ “保护过程中的责任”很快成为讨论相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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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无法绕开的概念。① 潘基文在 ２０１２ 年“保护的责任”专门报告中对这一概念表示了

欢迎。② 中国等国也提出了“负责任保护”等类似概念。③ 这些概念旨在提出在执行和

应用“保护的责任”时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说明何时以及如何应用“保护的责任”。

“保护的责任”被滥用的风险在北约武装干预利比亚后充分暴露，这促使中国与

俄罗斯等国对西方的相关主张采取了更为明确的拒绝态度，而争议的突显也给予了它

们更大的反应空间。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叙利亚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试图延续“利比亚模

式”进行干预，中国与俄罗斯坚决予以抵制。④ 此后几年，由部分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

家主导推动的多个旨在对阿萨德政权施加压力的决议草案相继被中俄否决，引发了激

烈争论。⑤ 在利比亚冲突期间，中国就“保护的责任”规范的实施格外强调“呼吁各方

严格准确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不做任意解读、不采取超出授权的行动”。⑥ 随着局势

的变化，中俄力图防止更多以“保护的责任”为名的军事行动发生，拒绝干预先例的进

一步积累，确保将政权更迭排除在“保护的责任”的适用范围之外。 同时，在联合国安

理会围绕叙利亚危机的辩论中，中国代表有意识地避免涉及“保护的责任”。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俄罗斯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实施空袭，但也没有以“保

护的责任”为由。 这一僵局持续的结果是，叙利亚危机成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舞

台。 联合国没有放弃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和提供人道主义救济的努力，但“保护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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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８， ２０１１。

Ｇｒｅｇｏｒ Ｈｏｆｍａｎｎ，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Ｒ２Ｐ－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ｎ'ｔ Ｋｉｌｌ ａ Ｎｏｒｍ Ｏｎｌｙ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ｒｏｃｉｔ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ＲＩＦ－Ｒｅｐｏｒｔ １３３， Ｐｅａｃ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ＰＲＩ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 ２０１５．

《潘基文呼吁采取行动落实“保护责任”》，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Ｎｅｗｓ ／ ｓｔｏｒｙ．ａｓｐ？ ｎｅｗｓＩＤ ＝ １７０５２，访
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Ｊｅｓｓ Ｇｉｆｋｉｎｓ，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Ｓｙｒｉａ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Ｖｏｌ．４， Ｎｏ．３， ２０１２， ｐｐ．３７７－３９３。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多次联手否决后两国代表的发言。 参见《联合国安理会第 ６６２７ 次会

议记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ｄｏｃ．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 ＝Ｓ ／ ＰＶ．６７１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联合

国安理会第 ６７１１ 次会议记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ｄｏｃ． 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 ＝ Ｓ ／ ＰＶ．６７１１，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６８１０ 次会议记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ｄｏｃ．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 ＝
Ｓ ／ ＰＶ．６８１０，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７１８０ 次会议记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ｄｏｃ．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 ＝Ｓ ／ ＰＶ．７１８０，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陈拯：《规范阻滞及其策略———以中俄等在“保护的责任”演进中的实践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第 ８６ 页。



任”在相关讨论中逐渐被边缘化。①

有关“保护的责任”的应用类争论在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危机后并没有推动这一

理念的发展，反而使其发展陷入停滞和困境，争论也逐渐走向沉寂。 利比亚干预不仅

未能带来西方所期待的突破，还损害了既有共识。 结果，在有关叙利亚危机的争论中

出现了不少疏离式策略。② 考虑到“保护的责任”已经取得的共识和地位，以金砖国家

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试图延缓其推进。 它们始终与这一规范保持距离，也不追求提出竞

争性或补充性概念予以完善，避免对干预行动的默认和接受。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巴西

在近年不再积极推动“保护过程中的责任”概念。③ 该概念在提出后曾引发热烈反响，

但当西方的滥用倾向受到抑制后，巴西政府却没有继续在多边场合推动这一概念，而

是有意识地避免继续深入讨论相关问题，甚至在联合国大会辩论涉及这一理念时，巴
西也没有直接表态。④ 相关分析指出关键原因在于，虽然国际社会对“保护过程中的

责任”的热情超乎巴西意料，但是巴西国内对推动这一有争议性的议题的风险疑虑颇

深，特别是继续讨论这一概念可能意味着（作为讨论前提）接受使用武力等强制手段

进行干预的“正当性”（这暗示问题只是程序性的），而这一步依然是巴西政府不愿意

迈出的。⑤ 拒绝对手的行动主张，无视对手的规范框架，疏离也是争论中克制对手的

重要策略。 同时，俄罗斯和印度还有意识地在实践中利用“保护的责任”为自身的需

要服务，这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⑥

西方国家利用利比亚的特殊情势实现了联合国基于“保护的责任”授权干预行

动的突破，但是北约干预利比亚过程中对“保护的责任”的滥用打破了原先的模糊

性给各方留存的灰色空间，损害了这一规范的正当性，由此激起的不满在叙利亚危

机中爆发，围绕“保护的责任”具体应用的争论达到高潮。 随着地区和国际形势的

变化，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场合围绕叙利亚等热点问题的争论逐步同“保护的责任”

拉开了一定距离，“保护的责任”的发展陷入瓶颈。 这与金砖国家等采取的争论策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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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Ｗｅｌｓｈ， “Ｎｏｒｍ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ｐｐ．６５－６６．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Ｗｅｌｓｈ， “Ｎｏｒｍ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ｐ．６５．
Ｏｌｉｖｅｒ Ｓｔｕｅｎｋｅｌ，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Ｒ２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Ｖｏｌ． 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４， ｐ．２２； “Ｇａｒｅｔｈ Ｅｖａｎｓ 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Ｌｉｂｙ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ｒ２ｐ． ｏｒｇ ／ ｍｅｄｉａ ／ ｆｉｌｅｓ ／
ｇａｒｅｔｈ－ｅｖａｎｓ－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ａｆｔｅｒ－ｌｉｂｙａ．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Ｏｌｉｖｅｒ Ｓｔｕｅｎｋｅ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ｏｓ Ｔｏｕｒｉｎｈ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ｐｐ．３９４－３９５．

Ｏｌｉｖｅｒ Ｓｔｕｅｎｋｅ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ｏｓ Ｔｏｕｒｉｎｈ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ｐｐ．３９５－３９６．

印度在提醒斯里兰卡保护平民时曾使用这一概念。 参见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Ｇ． Ｂａｄｅｓｃｕ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
“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Ｒ２Ｐ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Ｎｏｒｍ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ｐｐ．３５４－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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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着很大关系，而它们所坚决抵制的是西方国家对这一规范的滥用。 随着争论

陷入僵持，“保护的责任”的政治影响有所减弱，既没有转入进一步扩散，也没有走

向消亡。

综上，“保护的责任”的演进这一重要案例提供了较长的时间框架，能够较为全面

地展示一个国家或立场相近的某些国家为适应不同情境所采取的多种争论策略以及

这些策略对规范演化的复杂影响。 金砖国家的规范立场相近，前后也没有发生实质性

变化，但在“保护的责任”演化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调适，采取了不同的争论策略（见

表 ３），这充分说明了国家的策略能动性。 国家能够结合具体议题，适应相关国际规范

内容和强度的变化来调整争论策略，维护并推动自身的政策立场和规范主张，塑造有

利于本国的国际社会环境。 同时，我们发现，相同类型的争论策略在规范演化的不同

阶段产生了不同影响。 在缅甸风灾救援等案例中，应用类争论并没有削弱“保护的责

任”，反而有助于重新评估和澄清该规范的适用范围和程序。 但是，利比亚危机和叙

利亚危机后的应用类争论却使“保护的责任”规范的发展陷入僵局。 当然，这些争论

并不一定是规范危机甚至衰败的信号。 实际上，对于“保护的责任”这样复杂和松散

的规范，出现矛盾和争论是正常的。 “保护的责任”规范最终呈现出独特形态，虽缺乏

足够约束强度但能保持一定的影响力。

表 ３　 金砖国家在“保护的责任”演进中的典型争论策略

策略 典型案例 规范背景 政治背景 对“保护的责任”演进的影响

忽略 ／
替换

利比亚危机早期，中俄对
安理会第 １９７０ 号决议和
第 １９７３ 号决议的反应

规范原则争议强，
地位不稳固

政策争议
较弱

避免形成先例，限制规范推
进，避免巩固

限制
缅甸风灾救援的援引争议；
巴西提出“保护过程中的
责任”

规范原则争议弱，
行为规则模糊

政策争
议强

澄清了规则，限制滥用

竞用
俄罗斯多次利用“保护的
责任”

规范具有一定的接
受度，行为规则争
议大

政策争议
较强

南奥塞梯案例影响较小，实
际上有助于澄清；
克里米亚案例争议较大，刺
激了争议

疏离
中国阻止叙利亚危机干
预；巴西放弃推动 “保护
过程中的责任”

对规范原则有所共
识，但受到严重冲击

政策争
议强

遏制过快发展，避免西方的
突破，形成僵局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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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

规范争论对规范演化的影响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热点。 针对当前围绕规

范争论如何影响规范演化的学术争论，本文力图揭示既有分歧背后的症结，系统辨析

规范争论的具体形态并探究其形成的背景。 这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准确地把握争

论对规范演化的影响。

首先，本文强调行为体在规范演化过程中的策略能动性，倡导将规范争论研究的

重点由规范的演化方向和状态转向行为体的策略实践。 在分辨各方争论话语中的规

范框架和政策主张两大要件的基础上，本文发展了规范争论策略的类型学，区分了规

范争论中的三种类型（应用类争论、回避类争论和抗争类争论）和多种具体形态（如限

制、扩展、竞用、标榜、忽略、替换、疏离和对抗等），论证了行为体适应政策需要和规范

情境的策略能动性。 本文讨论了各种类型的策略对规范演化的可能影响，发现基于相

同的立场和态度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策略，而相同的策略也未必有确定的效果。

其次，本文揭示了规范演化状态本身（包含价值原则共识度与行为准则明确性两个

维度）如何影响挑战规范的方式和成本，进而塑造行为体的争论策略选择，发现了既有研

究设计的内生性问题。 争论话语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境中受到具体问题的刺激而形

成并不断调整的。 由于规范既建构实践又为实践所建构，同时考虑到行为体适应不同情

况的策略能动性，规则争论的形式和结果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稳定的联系。 对金砖国家在

“保护的责任”演进过程中一系列争论策略的梳理表明，基于同样的目的，行为体根据不

同的规范发展态势和现实政治需要选择了不同的争论策略，这些策略在规范演化的不同

阶段起到了相近的效果，而同样的争论话语在不同阶段的效果却存在差异。① 本文提出

的“争论策略适应性”思路还有待在其他政策和规范案例中做进一步的延伸和检验。

总之，策略适应性研究提示我们，规范争论与规范演化的互动关系是具体的和历

史的。 对争论话语及其意义的研究离不开对政策背景和社会语境的分析。 判断争论

会对规范演化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应急于做出武断的结论，而是要结合具体情况，在规

范演化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探讨。 有关争论策略适应性的讨论发展了规范既建构争论

又为争论所建构的思想，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规范争论的动态。

（截稿：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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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ｎｔｊｅ Ｗｉｅｎ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ｐ．３８．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　 （６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ａｋｅｎ 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ｎｏｒｍ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ｎ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ｎ ｍｏｄｉｆｙ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ｄｅｆｅ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ｄｏ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ｄａｐｔ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ｔｗｏ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ｌａｉｍｓ． Ｉｔ ｔｈｅ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ｂｒｏａｄ ｃａｔｅｇｏ⁃

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ｎｅｎｔ 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ｎａｍｅｌ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ｕｓ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ｏｒｍ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ｔｏｒｓ ｍａｙ ａｄｏｐ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ａｍｅ ｏ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ｇｏａｌｓ， ｗｈｉ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ｍａ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ａ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ａｍ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ｎ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ａｃ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ｇｏａｌｓ ｍａｙ

ａｄｏｐ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ｉｓ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ｒ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ｏｆ Ｒ２Ｐ， ｗｈｉｃｈ ｆｕｌ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ｃｒｕｘ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

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ｍ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ｎ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５６１·

Ｎｏ．８， ２０２３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ａｎｇ Ｐｉｎｇ　 Ｌａｎｇ Ｋｕｎ　 （８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 １）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ｏｐ ａｔ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２）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ａ “ｃｅｎｔｅｒ⁃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ｓｙｓ⁃
ｔｅｍ ｗｉｌｌ ｂ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ｓｏｌｉｄｉｆｙ ａｎｄ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ｍａ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ａｃｅ”； （４）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ｏｔ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ＵＳ⁃Ｊａｐ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Ｕ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ｌｏｓｓ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ｃａｎ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ａｃｈｉｅ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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